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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张海燕

　　内容提要：《民法典》建构起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二元并存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模式，
由此引发的诉讼为合同解除之诉。后民法典时代，有必要站在解释论的立场，体系化阐释

合同解除之诉的规范意蕴和程序法理，实现二元并存模式的制度价值。合同解除权属于

广义形成权，根据行使方式之不同，可分为普通形成权和形成诉权。合同解除之诉因诉讼

标的不同，诉讼类型亦不同。因通知解除形成的确认解除行为效力之诉和确认解除合同

主张之诉属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为普通形成权，所作判决为具有既判力的确认判决；因

司法解除而形成的诉讼为形成之诉，诉讼标的为形成诉权，相应的支持性判决为形成判

决，具有形成力和既判力但不具执行力。实务中合同解除之诉多与给付之诉合并，若当事

人在给付之诉中未将确认请求作为独立诉讼标的提出，法院无需释明当事人追加该请求，

其可在判决理由中对合同解除事实作出判断；若当事人未提出形成请求，法院则应予释明

追加，并在判决主文中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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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引 言

合同解除制度作为终止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一种方式，是合同领域的一项重要制

度。关于合同解除的方式，《合同法》仅规定了通知解除一种情形，即由合同解除权人在

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然而，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

却实质上确立了通知解除之外的另一种合同解除方式———司法解除，〔１〕即由合同当事人

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申请法院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３８·

〔１〕 司法解除，是指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凭当事人意思的通知，还须借助于国家司法程序才得完成。参见曾祥生：

《论解除权之行使》，《法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在我国，司法解除是指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申请解除合同，本文为论证方便，将司法解除仅限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合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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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６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
形下当事人申请法院解除合同便是一例证。２０２０年《民法典》在之前法律规定与实践的
基础上，建构起体系化的合同解除制度，形成了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二元并存的合同解除

权行使模式。

因合同解除关涉当事人基本民事权利义务，实务中涉及合同解除的纠纷大量存在。

本文所称合同解除之诉是指所有以合同是否解除作为诉争对象的诉讼，既包括因通知解

除而形成的诉讼（下称“合同通知解除之诉”），亦涵盖由司法解除所引发的诉讼（下称

“合同司法解除之诉”）。〔２〕 纵览既有研究成果及司法案例，笔者发现当下学界和实务

界关于合同解除之诉存在诸多错误认知，集中体现在认为所有合同解除之诉均为当事

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这一形成权的诉讼且在类型上属于形成之诉。在理论层面，有观点

认为解除权是形成权，通过裁判方式行使解除权而提起的诉讼属于典型的形成之

诉，〔３〕基于《民法典》第５６５条提起的诉讼为形成之诉。〔４〕 实务裁判多认为涉及合同解
除的诉讼均为形成之诉，法院判决主文针对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采取的是“解除当

事人之间合同”这一形成判决的判项表述。〔５〕 认为所有涉及合同解除的纠纷均沿循“合

同解除权———形成权———形成之诉”的逻辑路径展开的观点，不仅是对形成权体系基本

架构的扭曲，也会对合同解除之诉的诉讼标的、诉讼类型、判决效力等问题产生误解，

容易引发合同解除制度实体理论体系的内在冲突，导致合同解除之诉程序法理于实践

中的异化适用。

我国民事法理论主要从实体法视角对合同解除的主体、类型、解除事由和法律后果

等问题展开讨论，而对合同解除所涉诉讼理论以及程序与实体如何协调等问题关注较

少。民事司法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作用的场域，《民法典》第５３３条第１款、第５８０条
第２款〔６〕新增的司法解除制度就是司法权实质性介入私法关系的体现，处在实体法和

程序法的交叉地带。〔７〕 实务中因通知解除而产生的民事纠纷更是不胜枚举。鉴于此，为

系统解读以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二元并存模式为基础的合同解除之诉，科学建构与该模

式之立法旨趣相契合的程序法理和诉讼制度，本文拟选取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研究

视角，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合同解除之诉的类型等基本问题入手，深入探讨合同解除判

决及其效力以及所涉诉的客观合并和释明等问题，以便能够去伪存真、凝结共识，形成关

于合同解除之诉的体系化理论解释框架，避免合同解除之诉中“同案异判”现象的发生。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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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有学者将合同解除之诉仅限定为《民法典》第５６５条２款规定的情形。参见王杏飞：《合同解除权性质的辨析》，
《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第７版。
参见刘凯湘：《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７３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

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５７页。
参见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湘１０８１民初２７４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２）豫０１８４民初
６１１１号民事判决书。
有学者主张并无增加第５８０条第２款的必要，该款会抵触本条立法目的、造成逻辑关系混乱。参见梁慧星著：
《合同通则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６５页。
参见肖建国、宋史超：《〈民法典〉合同司法解除规则的程序法解读》，《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１２期，
第４６－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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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同解除之诉的类型界定

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目的与内容之不同，法院应于起诉、审理和裁判等阶段对其权利保

护要求进行针对性回应，从而形成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三种诉讼类型。诉的类

型是决定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以及法院裁判内容的关键。在起诉阶段，法院应对确认之诉

的诉的利益进行合法性评价并判断形成之诉中变动法律关系的事由是否存在；在审理阶

段，确认之诉或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结合对法院提出了不同的释明要求；在裁判阶段，

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在既判力、形成力、执行力方面具有不同效力结构，法院应通过特定语

词表述彰显诉之不同类型。合同解除之诉于理论上与实务中应明确其具体类型界定。

（一）合同解除之诉的基本样态

１．合同通知解除之诉
《民法典》第５６５条规定合同解除权人既可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也可以未经通知对

方直接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这两种合同解除方式在实务中所形成的合同解除之诉，分

别对应确认解除行为效力之诉和确认解除合同主张之诉这两种诉讼样态。根据该条第１
款，确认合同解除行为效力之诉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合同解除权人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

知，该通知是当事人之间传达意思表示的方式，未有公权力主体的介入，可称为私力通知；

二是对方对解除合同存有异议；三是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为任何一方当事人，这是该款对

《合同法》第９６条第１款所作的修改，增加了合同解除权人有权诉请法院确认解除行为
有效的规定，以保障守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有效实现；四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解

除行为的效力，异议人作为原告时的请求是确认解除行为无效，而解除权人作为原告时的

请求则是确认解除行为有效。

根据《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２款，确认合同解除主张之诉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解除权人
未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二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

其解除合同的主张，而非请求解除合同；三是合同解除时间是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

间，起诉状副本的送达便是原告解除合同意思的通知，该通知经由法院完成，可称为公力

通知。解除权人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直接诉请法院的做法在《民法典》之前的司法实

践中就已出现，有的法院对此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８〕 故该款是汲取司法实践之智慧和

经验而成，是对当事人关于纠纷解决方式主观选择的一种尊重。

２．合同司法解除之诉
当事人通过司法解除方式解除合同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根据《民法典》

第５３３条第１款，情势变更时的合同解除之诉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原告是受不利影响的
当事人；〔９〕二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与对方之间的“再交涉”不是其诉请法院变更或解除

合同的前置条件，该款“可以”语词表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并无与对方进行“再交涉”的

·５８·

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８〕

〔９〕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豫０３民终１６３３号民事判决书。
也有观点主张有权诉请解除合同的主体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参见梁慧星著：《合同通则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０９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义务，这区别于德日等国将“再交涉”作为合同变更或解除的前置条件；〔１０〕三是司法解除

是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在情势变更时解除合同的唯一途径，这实质上提高了合同解除的

难度，彰显了合同严守的价值。

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的合同解除之诉应
当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仅适用于非金钱债务；二是除外情形的出现已致使合同目的落空；

三是原告既包括守约方也包括违约方。第三个条件回应了长期以来我国实务中关于违约

方于合同僵局时能否解除合同的争论，被认为在合同僵局时赋予了违约方通过起诉解除

合同的权利。〔１１〕 合同僵局司法解除的本质是尝试在实质公平与合同严守之间探寻“第三

条道路”，〔１２〕违约方通过向法院起诉并获得支持性判决的方式来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

在此意义上，有学者主张违约方在合同僵局时对合同的解除“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法官运

用了自由裁量权的司法解除”，〔１３〕合同最终能否解除取决于法官的裁判结果而非违约方

的主观意思。〔１４〕 此外，该款情形下守约方亦可诉请法院解除合同。因为该款规定的司法

解除事由与《民法典》第５６３条第１款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存在交叉，守约方此时实质上
被赋予了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两种解除路径。实务中守约方究会作何选择，取决于其意

思自治。当然，守约方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大概率不会同时选择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

其更可能会不解除合同，于是才会形成合同僵局。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年《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４８条和《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第３５３
条第３款才将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或不行使解除权作为赋予违约方合同僵局情形下合同
解除权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合同解除权的性质

诉之类型差异，取决于当事人主张权利之性质界分。合同解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在

于原告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故要科学界定合同解除之诉的类型，需先厘清合同解除权

的性质。

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发轫于德国法。德国学者泽克尔（ＥｍｉｌＳｅｃｋｅｌ）于１９０３年提出
“形成权”这一实体法概念，意指以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法律关系的权利，此为广义形

成权概念之界定。根据权利行使方式的不同，广义形成权又被区分为普通形成权〔１５〕和

形成诉权：前者无需诉诸法院，仅依解除权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变动法律关系；后者则要

求形成权人必须提起诉讼且形成权只有在判决具有既判力后才发生效力。〔１６〕 形成诉权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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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有观点主张我国应采“再交涉”义务说，将再交涉作为提起司法解除诉讼的前提条件。参见肖建国、宋史超：

《〈民法典〉合同司法解除规则的程序法解读》，《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５４页。
参见朱晓?：《〈民法典〉合同法定解除权规则的体系重构》，《财经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２７－２８页。
参见肖建国、宋史超：《〈民法典〉合同司法解除规则的程序法解读》，《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４８页。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法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２３页。
参见王利明：《论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申请解约》，《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４页。
普通形成权又被称为狭义形成权、单纯形成权或一般形成权。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

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１页；任重：《形成判决的效力———兼论我国物权法第２８条》，
《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５页；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中外法学》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２７页。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６页；陈坚著：《合同法
司法解除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１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虽名为“诉权”，但并非程序法意义上的诉权，而是一个典型的实体法概念，属于广义形成

权的下位概念；〔１７〕形成诉权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性质为“私法中的权力”，而非像普通形

成权一样是针对相对人的私权利。〔１８〕 德国民事实体法对形成诉权的规定通常表述为“通

过法院判决的方式”。〔１９〕 之所以将广义形成权区分为普通形成权和形成诉权，强调形成

诉权必须通过诉讼方能实现，是因为“其影响相对人利益甚巨，或为创设明确的法律状

态，有由法院审究认定形成权的要件是否具备的必要”。〔２０〕

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成权，与其他形成权（比如追认权、撤销权）属于确定

的形成权中的某种子类型不同，其具有性质上的非单一性。与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二元

模式相对应，合同解除权的性质亦应区分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进行讨论。在合同司法解

除的情势变更以及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解除权人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

式请求法院解除合同，故该解除权属于形成诉权。通知解除时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判断则

相对复杂。无论私力通知解除还是公力通知解除，合同解除时间均为解除权人解除合同

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时，即通知到达对方的时间（通知载明合同解除期限的除外）或起

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需要注意，公力通知解除虽被披上了诉请法院这一司法外衣，

但本质上仍是通知解除的一种形式，此时当事人的解除权仍属普通形成权而非形成诉权。

（三）合同解除之诉类型的二元性

合同解除权的性质二分使得合同解除之诉无法简单地与特定诉讼类型相对应。诉的

类型应当按照当事人请求获得承认判决效果或判决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分类的差异表

现为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承认请求的判决形式的不同。〔２１〕 故讨论合同解除之诉的类型，

需探究原告诉讼请求的本质，究竟为变动法律关系抑或确认既有法律关系或权利状态：前

者为形成之诉，后者为确认之诉。

１．通知解除所引发的诉讼是确认之诉
通知解除形成的合同解除之诉的诉讼标的为原告享有的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

普通形成权。但因确认合同解除行为效力之诉与确认解除合同主张之诉同被规定于《民

法典》第５６５条，且具有解除方式上的内在逻辑关联，理论与实务中容易产生认知错误和
适用混淆，故有必要厘清两者之间的规范意蕴和诉讼性质。

（１）确认解除行为效力之诉
《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１款规定一方当事人依法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对方有

权对解除合同提出异议。该异议是非解约方对解除权人解除合同行为所表达的一种不同

意见，是一种事实状态，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等简捷方式提出，而非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

裁机构请求确认解除行为无效的方式提出。〔２２〕 根据文义，该异议是后续当事人诉请法院

·７８·

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刘哲玮著：《诉的基础理论与案例研习》，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６页。王泽鉴教授认为形成诉权是一项
公法权利，涉及公共利益，故需经由诉讼。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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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解除行为效力的前置条件，其价值仅在于提醒当事人尽快以合理方式确定双方的法

律关系状态。〔２３〕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将非解约方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无

效的权利称为异议权，为示区别，笔者将该权利称为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在此制度框架

下，有观点认为该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是一种程序上的请求权，是关于非解约方提起确认

之诉的诉权的规定；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利，而不是任何民事实体权利；〔２４〕也有观点认为

该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抗辩诉权，〔２５〕应当依诉讼程序行使才能发生效力。对此，笔者

认同非解约方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诉权，因为其起诉目的不在于变动法律

关系，而仅是请求法院确认解除行为无效，不符合形成抗辩诉权的内涵要求。与非解约方

有权诉请法院确认解除行为无效相对应，解除权人在非解约方提出异议但尚未提起异议

之诉之前亦可诉请法院确认解除行为有效。〔２６〕 这是《民法典》较《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

异议制度的一个重要改变。《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二）》规定的与合同解除异议相关的

诉讼仅为非解约方提出的请求法院确认解除行为无效的诉讼，该诉是一种消极确认之诉。

《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１款对合同解除异议所引发的诉讼进行了优化，规定双方当事
人均可诉请法院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从逻辑推理和系统平衡角度而言，解除权人在作

出解除通知且非解约方已提出异议后，加之非解约方不再受异议之诉期限的制约，为消解

无法确定非解约方是否提起异议之诉而带来的合同关系不稳定之风险，有必要赋予解除

权人提起确认解除行为有效的诉权，该诉属于反向确认之诉。该制度是必要且符合诉权

基本理论的，解除权人因合同解除行为效力之不确定状态与其产生了特定利害关系，从而

产生了使合同关系不稳定状态明确化的诉的利益。〔２７〕 事实上，解除权人之所以提起反向

确认之诉，目的在于使其诉讼请求在整体利益保护中具有防卫性。在合同解除纠纷中，解

除权人为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状态，并为合同解除后的有关清算责任奠定基础，有权

对其解除行为提起反向确认之诉，以实现稳定社会经济关系之目的。〔２８〕

当事人提起确认解除行为效力之诉，目的在于请求法院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状态，而

非请求法院通过判决直接解除合同，故其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属于确认之诉。〔２９〕

然而，学界不少观点认为只要以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为对象提起的诉讼均为形成之诉。〔３０〕

亦有观点认为，确认原告享有实体法上形成权的判决属于形成判决。〔３１〕 此外，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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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曾指出：解除权在实体方面属于形成权，在程序方面则表现为形成之诉。〔３２〕 当然也

不乏反对声音。有观点主张“当事人间于解除之意思表示有效与否有争执时，虽须诉请

法院裁判，但法院认为此项意思表示有效者，解除之效力，仍于此项意思表示到达他方时

即已发生，非自判决确定时始行发生”。〔３３〕 有观点进一步指出普通形成权产生争议时所

形成的诉讼之判决不是直接变动某种法律关系，而是对于行使普通形成权所产生法律效

果的一种确认，是一种确认之诉。〔３４〕 笔者赞同后者，确认解除行为效力之诉应属于确认

之诉而非形成之诉。理由有二：

第一，从诉讼请求视角看，该诉原告之诉请是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而非解除合同。原

告确认请求如若得到法院支持，本质上只是法院对解除权人解除合同行为效力状态的确

认。法院在判断当事人的请求对象时，需通过解释探求其请求的本质内容；在关于请求确

认解除行为效力的声明中，可将该请求转化为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是否继续存在的问

题。〔３５〕 可见，该诉是在合同私力通知解除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类诉讼，与作为合同司法

解除实现方式的诉讼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第二，从诉讼标的视角看，普通形成权只能作为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

若当事人对解除行为效力产生争议，其只需向法院提起一个确认合同是否已解除的确认

之诉即可。〔３６〕 形成之诉因实体法认可其必要性而特别予以规定，只要存在法律规定就必

然承认其诉的利益；普通形成权虽亦由法律预先确定，但其性质并不因进入诉讼程序而发

生改变，当事人对形成效果产生争议而成为法院审理对象时，普通形成权依旧存在，并不

会转化为形成诉权，该诉旨在确认是否发生法律关系变动的后果，而非请求法院变动原有

的法律关系。而且，《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１款关于当事人可对解除行为效力提起确认之
诉的规定是一条注意性规定，即使没有该规定亦可提起确认之诉。〔３７〕

（２）确认合同解除主张之诉
合同解除权人依据《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２款未经通知对方直接向法院起诉时，其诉

讼请求多是解除合同，一些法院据此将该诉作为形成之诉予以裁判。〔３８〕 该做法有待商

榷。事实上，原告依据该款起诉之目的不在于请求法院通过判决解除合同，而在于通过向

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对方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请求法院确认其解除合同的主张

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此时合同解除这一形成效果仍然是基于解除权人通过法院送

达起诉状副本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而产生，而非基于法院生效判决而产生。

由此，该诉中原告的合同解除权性质上为普通形成权，属于合同通知解除的范畴，即解除

权人以起诉状副本为载体，采取法院依职权送达这一通知方式向对方表达其解除合同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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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正是在此意义上，该款才明确规定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针对原告提出的请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法院的审理对象是原告解除合同的主张是

否成立，其判决主文是确认原告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若符合

便作出支持性确认判决，合同自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若不符合则判决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在该诉中，原告的确认请求若得到法院支持，便会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但产生该形成效果的原因不是法院的生效判决，而是其所遵循的通知解除的法理，解除权

人的意思表示以起诉状副本为载体，通过法院的职权送达行为完成通知。故合同解除的

时间节点不是判决生效之日，而是原告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时。

由上可知，确认合同解除主张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其确认的是原告提出的合同解除权

主张是否成立。该诉符合确认之诉关于诉讼标的以及确认利益的理论通说，即确认之诉

通常以确认特定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为目的，以消除当事人之间法律状态的不确定性。〔３９〕

概言之，解除权人未经通知对方直接诉请法院主张解除合同，其遵循的仍是解除权人解除

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合同即告解除的规则，实质上仍是请求法院对原告行使合同

解除权的形成效果加以确认，该诉在类型上属于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４０〕 在德国，这

种诉讼被称为“非真正的形成之诉”。〔４１〕

在实务中，尽管原告诉讼请求中经常使用“请求解除合同”的语词表达，但其本意是

请求法院对其行使合同解除权这一普通形成权的形成效果进行认定而非请求法院通过判

决解除合同，此时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方式为公力通知解除。需要注意的是，如若解除

权人诉请法院确认其解除合同主张后又变更诉请为继续履行，此时载有解除合同请求的

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即发生合同解除的私法效力，该效力不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而消灭。

普通形成权行使的意思表示具有不可撤回性，该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后，即发生普通形成权

行使的私法效果，形成权人不能随意撤回。普通形成权的行使令相对人处于被动接受的

地位，故既然形成权相对人必须接受他人行使形成权的事实，就不应再让他面临不确定状

态，〔４２〕为保障形成相对人必需的前瞻性以及权利状态的安全，因形成权的行使而已发生

的法律效果原则上不可由形成权人的单方行为予以排除。〔４３〕

２．司法解除所引发的诉讼是形成之诉
我国民诉法学界通说曾认为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形成权。〔４４〕 该通说将广义形成

权作为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以目前理论发展来看已不尽科学，其未对广义形成权进行普

通形成权和形成诉权之区分，而形成权性质之不同将会影响其所涉诉讼之类型，普通形成

权产生的诉讼为确认之诉，形成诉权引发的诉讼方为形成之诉。形成之诉作为一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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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９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曼弗瑞德·沃尔夫：《德国民法中的形成权》，孙宪忠译注，《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４
期，第４９４页。
参见江伟、肖建国著：《民事诉讼法》（第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页；张卫平著：《民事诉讼
法》（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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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类型，须以法律明确规定或经过充分论证有类推的必要为前提。〔４５〕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解除仅存在于情势变更和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中，

相应地，由此产生的诉讼也有两种情形：

第一，情势变更时的合同解除之诉。依据《民法典》第５３３条第１款，情势变更情形发
生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与对方进行再交涉，若失败，其有权诉请法院解除合同。

原告提起该合同解除之诉的请求权基础是其享有的性质为形成诉权的合同解除权，该诉

的类型为形成之诉。在情势变更时，为落实合同严守原则，有必要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

解除权，故解除权人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形成权，只有经法院判断符合法定的形成要件，

才自判决确定时发生形成力。〔４６〕

第二，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的合同解除之诉。依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
第２款，违约方在出现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且合同目的落空时诉请法院解除合
同，该诉的诉讼标的是性质为形成诉权的合同解除权，该诉的类型为形成之诉，由此形成

的支持性判决为形成判决，判决主文的内容是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该判决能够直接终

止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有观点认为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有违合同严守原则。〔４７〕 该观点的顾虑可能在于，

其认为违约方被赋予的合同解除权是能够仅凭单方意思表示便可变动法律关系的普通形

成权，实则不然。违约方被赋予的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诉权，其不能仅凭违约方

单方意思表示便可产生形成效果，该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而且合同能否

被解除，取决于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把握、判断和认定。〔４８〕 赋予违约方在法定情形下享有

作为形成诉权的合同解除权仅是一项特殊的、非常态化的救济制度，只有在合同陷入僵局

时违约方才能通过诉请法院的方式来行使。因此，该制度不会威胁合同严守原则之根基，

亦不会引发违约方滥用合同解除权之道德风险。

综上，通过分析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所引发的诉讼样态，可以看出合同解除之诉的类

型界定并非沿循着“形成权———形成之诉———形成判决———形成力”〔４９〕的逻辑路径展开。

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理论秉持“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应当仅限于形成

诉权，而不包括普通形成权”的论断。〔５０〕 德国学者罗森贝克亦指出并非所有的形成权均

可适用形成之诉和形成判决，只有那些不能通过单方意思表示而必须通过起诉和支持性

判决为前提的形成诉权才能适用。〔５１〕 如果将所有以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为客体的诉讼都

·１９·

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参见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之诉的认定》，《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５５页。
参见曹建军：《民事判决形成力的本质与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４７－４８页。
参见蔡睿：《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现代法学》２０１９年
第３期，第１６７页。
参见王利明：《论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申请解约》，《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３５页。
张卫平教授在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主张形成权与形成之诉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形成权———形成诉权（根据法律

规定）———形成之诉———形成判决———形成力”。参见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版，第１９２页。
参见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２８页。
参见［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著：《德国民事诉讼法》（下册），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第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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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成之诉，则可能在确定裁判效力、决定合并审理等事项上引发不必要的争议。〔５２〕

我国《民法典》采行的是通知解除与司法解除二元并存的合同解除模式，加之理论上广义

形成权被区分为普通形成权和形成诉权，故因通知解除所形成的诉讼与因司法解除所形

成的诉讼在类型上便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前者诉讼标的是表现为普通形成权的合同解除

权，后者诉讼标的则是表现为形成诉权的合同解除权。如此一来，合同解除之诉的类型便

呈现出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的二元属性，两者在诉的利益识别以及合同解除时间等方面

均存在本质区别。

三　合同解除判决及其效力

我国实务中经常出现原告所提合同解除之诉的性质与法院判决主文所彰显的诉讼类

型相异之情形，如前所述，该不同主要集中于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之间的错位。合同解除

之诉于判决层面将确认之诉误认为形成之诉作出形成判决的做法，实质上造成了合同关

系不确定的尴尬状态。鉴于此，有必要从合同解除之诉的两种类型入手对其判决及效力

进行分析，以规范法院的裁判行为并发挥合同解除判决的效力功能。

（一）合同解除确认判决及其效力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５６５条第１款和第２款提起的合同解除之诉，其诉讼标的均
为属于普通形成权的合同解除权，法院的审理对象为解除行为的效力以及当事人解除合

同的主张是否成立，故其在类型上属于确认之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为确认判决。〔５３〕 判

决主文应当对原告的确认请求予以回应并明确合同解除的具体时间，判决主文的书写方

式应当是“确认合同解除行为无效或有效”以及“确认原告解除合同主张成立，合同于起

诉状副本送达被告时解除”。当然，法院针对两类合同解除确认之诉也可统一采用“确认

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于某年某月某日解除”的表述。

合同解除确认之诉中的解除权属于普通形成权，故无论当事人于诉讼前通知解除还

是诉讼中主张解除，合同解除的时间均不以判决生效日为基准时。确认判决中确认合同

解除的时间，至迟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的某个时点，而不是判决生效之时。〔５４〕 关于合

同解除的时间，还需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原告在诉讼中直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通过法

院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未增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解除条件的，

应在判决理由而非判决主文中确认合同是否解除以及解除时间。第二，被告在诉讼中提

出解除合同的反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解除条件的，应在判决主文中确认合同自反诉状

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但若被告在诉讼中仅提出解除合同的抗辩，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成

立的，应在判决理由中确认合同是否解除以及解除时间。

确认判决是宣告当事人请求确认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判决，并不涉及法律关系的

变动，亦无强制执行的必要，故该判决不具有形成力和执行力。确认判决关于系争法律关

·２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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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参见刘哲玮：《普通形成权诉讼类型考辨———以合同解除权为例》，《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３６页；刘哲
玮著：《诉的基础理论与案例研习》，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４９页。
参见［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９页。
参见刘学在：《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司法检视与应然规则》，《湖湘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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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权利状态存在与否的判断对于后诉仅具既判力。〔５５〕 无论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对于当

事人的确认请求作出的是支持性抑或否定性判决，该判决内容多为在后给付之诉的先决

问题，当事人不得再次就在先确认判决所作判断进行争议，后诉法院亦不应作出与在先确

认判决矛盾的裁判结果。合同解除确认判决效力的主体范围具有相对性，原则上只是参

与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不似形成判决之效力会扩及到一般第三人。此外，确认判决对合同

解除时间节点的确定不以判决生效为基准时，而以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

时为准；这既有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又能维护存在约定或法定解除条件时合同解除的

最终决定权仍归属于当事人这一私法原则，尽可能限缩司法权介入合同解除纠纷的范围。

（二）合同解除形成判决及其效力

情势变更时的合同解除之诉和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的合同解除之诉的诉

讼标的均为属于形成诉权的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人仅凭单方意思表示无法变动法律

关系，必须借助形成之诉这一诉讼工具方可实现。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请求法院通过判

决解除合同，判决主文应对原告的形成请求作出明确回应。如果原告诉请符合情势变更

解除合同的条件或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解除合同的条件，法院就应作出肯定

原告诉讼请求的支持性判决，判决主文应作出解除合同的判项，其表述方式是“解除原被

告之间的合同”，合同解除向后生效，该诉的判决生效之日便是合同解除之日。此类合同

解除之诉的支持性判决在性质上属于形成判决。

形成判决是指法院针对当事人的形成诉权所作出的支持性判决，其仅是法院于形成

之诉中所作判决的一种形式。在形成之诉中，应当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是否被支持、法律关

系是否变动之不同将判决区分为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当原告诉讼请求未被支持时，法院

作出的是判定形成诉权要件不成立、原告无形成诉权的确认判决，〔５６〕该判决就言词辩论

终结时原告形成诉权的存在作出了否定性判断，是一种消极的确认，该确认判断具有既判

力，当事人不得再对此进行争议；只有当原告诉讼请求被支持，法院作出的才是变动法律

关系的形成判决。〔５７〕 可见，并非所有合同解除形成之诉所作判决均为形成判决，只有支

持性判决才是形成判决，才可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动；否定性判决则属于确认判决，其本质

是法院对于当事人既有合同法律关系仍然存在的一种确认，该判决具有如同合同解除确

认之诉中法院所作确认判决一样的既判力。唯有达成该共识，方可避免陷入合同解除形

成之诉中法院所作判决均为形成判决之机械化认知陷阱。

形成判决朝向未来变动既有法律关系，但其并不构建新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形成

新的法律关系依然需要借助当事人的行为，法院不会主动以国家行为介入当事人意思自

治的领域。合同解除形成判决具有能够直接变动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形成力，该形成

力具有绝对效力，不仅及于当事人，也及于一般第三人。〔５８〕 形成判决亦具有既判力，〔５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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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骁、王雪羽：《私法形成权之涉讼形态研究》，《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９３页。
参见陈晓彤著：《比较法视角下中国判决效力体系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１９页。
参见李辉：《形成权诉讼与形成之诉关系辨析》，《法学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参见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参见［日］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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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不得再行争议合同解除形成判决主文中所判定的形成状态。此外，形成判决根据

形成力直接变动实体权利状态，无需再借助强制执行程序。〔６０〕 因此，形成判决并非执行

依据，其既不需要执行，也不能够被执行，不具有执行力。〔６１〕 合同解除形成之诉的内在逻

辑路径是“形成诉权———形成之诉———形成判决（支持性判决）———形成力”。合同解除

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产生于形成判决生效之时，这不同于合同解除确认判决中合同解除的

时间是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时。

四　诉的客观合并与法院的释明

诉的客观合并，是指原告依一个诉对被告提出多个请求并请求法院予以审判的

行为。〔６２〕 判断是否发生诉的合并，首先需要识别当事人是否提出了多个诉。合同解除之

诉会实质影响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存续，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影响甚巨。若法

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行为无效、原告合同解除主张不成立或驳回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

求，则合同关系继续存在，此时多会伴随守约方追加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或反

诉请求；若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行为有效、原告合同解除主张成立或支持原告解除合同

的诉讼请求，则当事人合同关系终止，亦有可能产生后续相关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民

法典》第５６６条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效力，即解除方可以请求对方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赔偿损失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等。此为典型的涉及合同解除的诉的客观合并的实体

法规范。于实务中，合同解除之诉多与给付之诉相结合，其实践样态表现为确认之诉与给

付之诉的合并以及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此外，当形成权人行使形成权，形成相对

人为阻却形成效力而进行抗辩时，也可能发生诉的合并。

（一）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的合并与法院的释明

在合同解除确认之诉中，无论是原告诉请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还是原告解除合同的

主张，其诉讼请求通常表现为两种样态：一是仅提出确认请求；二是在确认请求之外合并

提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或继续履行等给付请求。

在第一种样态中，该合同解除之诉属于单纯的确认之诉。此时原告于诉讼中并未提

出给付请求，本着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应对其进行是否提出给付请求的释明。因若法院

确认合同解除主张后双方对后续给付内容并无争议，则原告经法院释明而增加的给付请

求便无诉的利益。站在被告立场，其针对原告提出的确认请求，一般有三种应对方案：其

一，若原告仅提出确认请求，被告可能提出解除行为有效（或无效）以及解除合同主张不

成立的反驳，被告的反驳恰好与原告的请求之间形成了关于合同解除行为是否有效以及

解除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的争议焦点，构成了典型的两造攻击防御体系。其二，被告也可

能会提出原告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反诉，针对被告该反诉请求，法院应当进行是否符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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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诉条件的审查，〔６３〕若符合则应与本诉合并审理。其三，被告还可能提出合同无效的

抗辩，该抗辩属于权利受到妨碍的事实抗辩，〔６４〕应由被告对合同无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若其举证成功，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此外，实务中，若被告以另行起诉或反

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原告没有解除权或确认合同无效，因该诉的诉讼请求与原告的确

认请求存在冲突，被告另行起诉或反诉的请求均实质上否定了原告的请求，本着纠纷一次

性解决的理念以及重复诉讼禁止的原则，此时法院应当释明被告以抗辩的方式而非采取

另行起诉或反诉的方式提出与原告请求相反的主张。〔６５〕 当然，确认之诉并非确认法律关

系存在与否的唯一途径，法律关系存在与否，亦可在给付之诉的判决理由中予以确认。这

便涉及第二种样态。

实务中较为常见的是第二种样态，原告多会同案提出独立的合同解除确认请求以及

后续可能产生的给付请求，学界多认为此时该诉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客观合并且符

合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的程序构造。〔６６〕 关于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有观点持否

定态度，认为确认之诉应作为给付之诉请求权的一个先决要件而被给付之诉吸收，在给付

之诉中不存在裂变出的独立的确认之诉。〔６７〕 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尽管合同解除确

认请求与给付请求之间存在先决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任何情况下确认之诉均可被给付之

诉吸收，〔６８〕需要区分情形分析：第一，原告将确认请求和给付请求分别作为独立的诉讼标

的提出，确认请求能否成立属于系争案件的核心问题，此时确认请求并非给付请求的先决

事项而是独立的诉讼标的，给付之诉不能吸收确认之诉，法院经审理应于判决主文中对确

认请求和给付请求分别作出判决。第二，原告仅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恢复原状等给

付请求，未将确认请求作为独立诉讼标的而将其作为给付请求的原因事实提出。根据处

分原则，法院应尊重原告不单独提出确认解除行为效力或确认解除合同主张的请求，此时

原告作为给付请求原因事实提出的确认请求可被视为给付之诉的先决事项，确认请求可

被给付请求吸收，法院于审理中不需释明原告追加作为独立诉讼标的的确认请求，〔６９〕亦

不需在判决主文中对确认请求作出回应，其只需在判决理由部分写明确认内容即可。

此外，如若原告仅提起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给付之诉，并主张给付请求的原因事

实为被告违约，但法院经审理发现存在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情形，此时法院不应对原告

进行变更其所主张原因事实的释明。原告请求对方于合同有效前提下承担违约责任与原

告行使合同解除权后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救济路径，旧实体法说下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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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３３条第２款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提起反诉的
条件：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

相同事实的，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参见张海燕：《论法官对民事实体抗辩的释明》，《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７８页。
参见陈杭平等著：《新范式下的民事诉讼标的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６页。
参见张永泉著：《民事之诉合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页。亦有观点主张可将涉及合同解除的
确认请求视为给付之诉的中间确认之诉。参见刘学在：《诉讼上行使合同解除权之司法检视与应然规则》，《湖

湘法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０页。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９页。
参见傅郁林：《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６８页。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苏０７９１民初２３２４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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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原因事实的变更并不影响本案诉讼标的，亦不影响本案判决的既判力，但在缺乏原

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最低限度的暗示时，法院不应突破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对原告诉讼

请求的原因事实进行释明。〔７０〕

（二）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的合并与法院的释明

形成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以判决宣告法律关系变动之诉，其诉讼标的为形成诉权。

当事人行使形成诉权，应当也只能通过实体法所规定的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就

此而言，形成之诉本质上并非争议解决机制，而仅是形成诉权行使的方式。〔７１〕 合同解除

形成之诉中，原告起诉的目的在于解除合同，法院经审理作出的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当

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形成之诉的主要功能除明确判决效力范围

外，还集中体现在对诉的合并、分立、变更和追加依据的识别上。合同解除之形成判决与

撤销判决本质相同，理论通说认为撤销判决是形成判决与给付判决的复合，日本和我国台

湾地区学者亦持此观点。〔７２〕 实务中当合同解除形成判决具有形成力时，其往往也与给付

判决结合在一起，且为给付判决的先决条件，此时便产生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

在情势变更时的合同解除之诉中，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能单独提出解除合同的形

成请求，也可能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给付请求。在前者，如若原告

并无提起给付请求的意思，法院基于“不告不理”原则不能对原告是否追加给付请求进行

释明，只需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判决主文；而后者则为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此时

法院判决主文中应对合同解除请求和给付请求分别作出判决。需要注意，因为给付之诉

不能吸收形成之诉，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必须通过判决主文方能彰显，〔７３〕当事人应当在合

同解除形成之诉中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否则法院无法在判决主文中对此作出

回应。在此问题上，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区别于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此

外，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因情势变更诉请法院变更而非解除合同时，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

的处分权，不能依职权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合同。

在非金钱债务继续履行除外情形下的合同解除之诉中，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
款，“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

违约责任的承担。”该款实际上为合同解除之诉与违约之诉的客观合并提供了实体法依

据。于合同解除形成之诉实务中，当事人解除合同之请求与承担违约责任之请求多会并

存。因双方当事人均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故需分别探讨。如若守约方起诉，其诉讼请求

可能存在三种情形：其一是仅提出解除合同的形成请求，根据处分原则，此时法院不应对

原告进行是否追加给付请求的释明，判决主文只需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单项判决；其二是

同时请求解除合同和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此为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判决主文应对

形成请求和给付请求分别作出单项判决；其三是仅提出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给付请求，此

时尽管原告未以独立诉讼标的形式提出解除合同的形成请求，但根据其所享合同解除权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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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重：《我国民事诉讼释明边界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３０－２３３页。
参见申海恩著：《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参见宋史超：《论债权人撤销权判决的实现路径———以指导案例１１８号为中心》，《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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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之形成诉权性质，原告的真实意图包含形成之诉和给付之诉，〔７４〕再加之给付之诉不能吸

收形成之诉，故法院应当释明原告追加解除合同的形成请求，否则判决主文无法作出对于

形成请求的回应，进而亦无法作出是否支持原告给付请求的判决。如若违约方起诉，其诉

讼请求仅为解除合同这一形成请求，不会出现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合并。但根据合同

解除不影响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实务中多会出现作为被告的守约方提出请求违

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反诉。对此，笔者认为，从纠纷一次性解决的角度考量，因原告所提

解除合同的形成请求与被告所提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的给付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法

院应审查被告提出的反诉，符合条件则应与本诉合并审理；如若被告并未提出反诉，法院

有必要释明被告其有权提出反诉。〔７５〕 但需注意，作为守约方的被告在经法院作出是否提

出反诉之释明后仍不提出反诉的，法院应当尊重其程序选择权，不得强制反诉，否则该反

诉在违约方主动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时会面临缺失诉的利益的风险。

五　结 语

在我国合同法规范及长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民法典》建构起了一套通知解除和司

法解除二元并存的合同解除制度体系。然而，由于民事法理论多从实体法角度研究合同

解除制度，缺乏对于合同解除程序问题的系统关注，学界与实务界产生了关于合同解除之

诉类型界定的诸多分歧，一些法院判决主文的表述也明显失当。鉴于此，本文站在解释论

立场，采取“实体＋程序”的双重研究视角，在剖析合同解除之诉的诉讼标的、类型界定、
判决效力、诉的客观合并与法院释明等基础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关注合同解除之诉如何在

司法实践中有效落地运行，探究二元化合同解除模式投射到合同解除之诉中究应如何解

读、如何运行方能符合基本程序法理并实现民法典之立法旨趣，期待能够充分彰显正确理

论的解释力，准确适用合同解除制度并充分发挥其制度价值。

《民法典》时代合同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是合同解除权行使的两种基本模式。随着

司法案例的不断积累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从实践中走来的司法解除制度亦将会日臻

完善。关于通知解除与司法解除何者占优问题，笔者认为从合同解除法律行为之私法属

性及其所涉利益性质来看，合同解除应以体现当事人私法上意思自治的通知解除为主，以

形成之诉为行使方式的司法解除仅为例外的法定补充情形。而且，从诉讼法理、裁判技术

以及形成判决的法律效果来看，采用形成之诉规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亦不是最优选择，确

认之诉的效果更好。〔７６〕

［本文为作者参加的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事执
行现代化研究”（２０＆ＺＤ１９５）的研究成果。］

·７９·

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７４〕

〔７５〕

〔７６〕

参见任重：《我国民事诉讼释明边界问题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２３３页。
参见王杏飞：《论释明的具体化：兼评〈买卖合同解释〉第２７条》，《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参见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之诉的认定》，《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５９－６０页。此外，有学者主张，我国现行
法将一些形成权（比如撤销权）规定为形成诉权，使某些本不必发生的诉讼发生了，增加了讼累。参见汤文平：

《论合同解除、债权抵销之异议———〈《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４条评注》，《东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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